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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对
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毛孟雨,张兰霞,代广松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 　 要: 依据认知失调理论和角色理论,基于320名企业员工两个时点的纵向调研数据,探
究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诱发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机制,厘清

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员工角色道德在上述关系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工作

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对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和员工角色道德均在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关系间起负向调节作

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员工角色道德的中介作用间接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

德亲家庭行为的影响。这些结论既是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也为组织抑制员

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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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Non-working Tim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verload on Employees Unethical Pro-family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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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and role theory, based on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of 320 enterprise em-
ployees at two time poin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non-working tim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verload influence on
the employees unethical pro-family behavior through work-family guilt, and clarifi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
sor behavior and role ethicality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n-working tim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ver-
loa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unethical pro-family behaviors, and work-family guilt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Both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and role ethicality have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guilt and unethical pro-family behaviors. Besides, role ethical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
ing supervisor behavior. These conclusions not only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unethical pro-family behaviors, but also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for organizations to curb employees unethical pro-family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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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家庭是员工重要的生活领域,家庭身份激励着员工在职场中取得成就以回报家庭,如促进员工创新并

在工作中取得高绩效成果等 [1] 。然而,受家庭身份的驱使,一些员工偶尔也会误入不道德行为的歧途。例
如,有的员工会在上班时间使用工作资源来处理一些家庭事务,甚至抛开工作与家庭成员闲聊,从而阻碍

了自身和同事的工作效率 [2] ;有的员工私自将工作场所的物品拿到家里使用或挪用公司资产,致使组织

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 [3] 。除此之外,还有员工利用其职务便利为自己的家人在其组织中谋求一份职业,尽
管其家属并未达到相关岗位的任职要求 [4-5] ,等等。无论情节轻重,这些为了家庭或某一家庭成员的利益

却违反了社会和组织道德规范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Unethical Pro-Family Behavior),在直接损害组织利益

的同时,还可能引发同事的不公平感,滋生腐败现象,进而威胁到组织的长远利益 [6] 。因此,不论是对理论

界还是实践界来说,探究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产生原因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抑制此类行为,变得非常迫

切和重要。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相关学者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前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例如,Liu 等 [6] 基于社会

认知理论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压力和家庭导向的道德推脱是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重要前因;Yao
等 [7] 依据道德推脱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揭示了职场欺凌行为通过情绪耗竭和家庭导向的道德推脱对员

工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正向影响;Cheng 等 [8]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能够通过增强员工的义务感知进而抑制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深化了对不道德亲家庭行

为产生原因的理解,也为组织如何有效地抑制此类行为提供了管理启示。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忽略了由

通信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员工工作家庭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背景。事实上,通信技术的进步在改变员工的沟

通方式,提高组织的沟通效率的同时 [9] ,也使员工经历着不同程度的通信技术过载,即由于使用多种功能

的通信设备来完成工作任务而给员工造成的认知上和身体上的负担 [10] 。如果说在工作时间内,员工限于

工作沟通的需要能够勉强接受一定程度的通信技术过载,那么在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的非工作时间内,
通信技术过载就难免对员工及其家庭造成困扰 [11] 。那么,非工作时间段内的通信技术过载是否会进一步

引发员工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这是本研究旨在探讨的关键问题。
认知失调理论表明,个体做出的某种行为与其既有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相冲突时,往往会产生认知

失调,即一种不愉快、不舒适的情感状态,且这种状态又会促使个体做出态度或行为上的改变,以再次恢复

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 [12] 。履行好家庭角色是多数员工的义务。而在非工作时间段内,经历通信技术过载的

员工通常会集中精力处理工作事务,并减少其家庭角色的参与 [13] ,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其产生认知失调,同
时伴随着对家庭成员消极、悔恨的情绪,即工作—家庭内疚感 [14] 。因此,员工会有强烈的动机来恢复其家

庭角色的外在表现与态度上的一致性,从而消除工作—家庭内疚感。通常情况下,鉴于家庭的重要性,员工

可能不会轻易地改变其履行家庭职责的态度 [15] 。同时,迫于职场压力,员工又很难在非工作时间段内完全

切断与工作的联系 [16] ,从而降低工作角色对家庭角色的侵扰。因此,员工很可能会借助其他行为弥补之前

家庭角色的缺失,以此来恢复自身行为与其履行家庭角色态度的一致性。研究表明,经历内疚的个体往往

对其行为的受害者具有道歉、关系修复和补偿的行为意愿,其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如家庭成员、
朋友),补偿的水平也就越高 [17] ,并有可能在其补偿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忽视正式规范的约束 [18] 。故本研究

推测,经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的员工很可能会忽视组织的道德规范,通过实施具有增加经济收益、
改善家庭成员关系等效用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来弥补其家庭角色的不足,从而减轻工作—家庭内疚感,即
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可能会间接地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诱发员工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进一步地,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决策往往会受到情景因素和个体认知的影响,尤其是领导行为和员工自

身的道德认知 [19-20] 。探究员工实施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相关边界条件,更有利于组织及时地预防和控制此

类行为。本研究选取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员工角色道德(Role Ethicality)作为工作—家庭内疚感与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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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关系间的两个调节变量。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对其过去的行为选择负有更多责

任时,会有更强的动机投入“认知失调减少”的过程之中 [21] 。作为一种给予员工工作和家庭双方面支持的

领导行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通过向员工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来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
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22] ,从而弥补员工因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造成的家庭职责缺失。故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可能会弱化员工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个体的习惯通常也会影

响其采用特定“认知失调减少”策略的意愿和程度 [23] 。依据角色理论的观点,角色期望的不同会导致个体

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差异 [24] 。角色道德指员工期望自身工作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程度 [19] 。当员工具有较

高的角色道德时,可能会通过高道德标准约束自身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使其免受情绪的刺激和控制 [25] ,进
而弱化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领导在塑造员工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

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对遵循

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视,并向员工传递行为应符合道德规范的角色期望 [26] ,从而有助于提升员工的角色道

德。因此,本研究推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能会间接地通过提升员工角色道德来发挥其在工作—家庭

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从员工工作家庭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背景出发,基于认知失调理论和角色理论,探讨

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对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以期拓展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的相关研究,为组织如何抑制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提供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与工作—家庭内疚感

通信技术过载界定为由于使用多种功能的通信设备来完成任务而造成的认知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包
括三个维度,即信息过载、干扰过载、系统特性过载。其中,信息过载主要描述员工处理通过移动通信设备

处理工作任务的需求超出了其处理能力;干扰过载强调员工在特定的环境中频繁的注意力分散,主要描述

员工受到计划外通信设备干扰的程度;系统特性过载主要描述移动通信设备提供的设备界面或功能太复

杂而导致用户无法使用 [10]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员工都会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通信设备,以便于工作

沟通,故很少会出现系统特性过载的现象 [27] 。因此,本研究所指非工作时间段内的通信技术过载仅包括信

息过载和干扰过载两个维度。
认知失调理论表明,当个体做出的某种行为与其既有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相冲突时,往往会产生认

知失调,即一种不愉快、不舒适的情感状态 [12] 。而工作—家庭内疚感主要指员工因工作过度干扰其家庭而

未能良好地履行家庭角色时所产生的内疚感 [14] 。因此,工作—家庭内疚感体现了员工在家庭角色外在表

现与其内在期望不一致的认知失调感受。Zhang 等 [28] 研究表明,由于资源有限,当工作需求和家庭需求相

冲突时,员工不得不优先考虑工作而不是家庭,也就更容易产生工作—家庭内疚感。因此,本研究认为,非
工作时间信息过载和干扰过载均会引发员工的工作—家庭内疚感。

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表明员工在下班后仍需要通过通信设备来接受并处理大量的工作信息,工作任

务需求显然超出了其自身的处理能力 [10] ,员工不得不在有限的家庭时间中抽出大量时间去处理工作,从
而减少了其家庭责任的履行。相关研究指出,员工婚姻关系的质量、与孩子晚餐时间以及家庭角色绩效等

也都会受到工作侵扰的负面影响 [29-31] 。故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也可能使员工陷入工作角色的挣扎,不能

较好地满足作为一个伴侣或父母的家庭角色要求,进而使员工产生工作—家庭内疚感 [32] 。
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表明员工断断续续地接收工作上的消息,往往需要快速响应并做出相关决定或

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不得不在工作模式和家庭模式中频繁切换,且每次转换都可能消耗员工大量的

心理资源,并伴随着压力、烦躁、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增加 [22,27] 。这些负面情绪不仅会影响员工自身,还会通

过共情机制传导给其他家庭成员 [33] ,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或凝聚力下降。家庭成员的态度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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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员工对自身家庭角色缺失的感知,从而引发员工的工作—家庭内疚感。综上,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设:
H1a: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对员工工作—家庭内疚感有正向影响。
H1b: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对员工工作—家庭内疚感有正向影响。

(二) 工作—家庭内疚感的中介作用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经历认知失调时,个体有动机做出态度或行为上的改变,以再次恢复态度和行

为的一致性 [12] 。因此,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作—家庭内疚感时,员工会认为其外在的家庭角色表现未能满足

内心对自身家庭角色的期望,其会有强烈的动机来恢复其家庭角色的外在表现与态度上的一致性,从而消

除工作—家庭内疚感。通常情况下,鉴于家庭的重要性,员工可能不会轻易地改变其履行家庭职责的态

度 [15] 。同时,迫于职场压力,员工又很难在非工作时间段内完全切断与工作的联系 [16] ,从而降低工作角色

对家庭角色的侵扰。因此,员工很可能会借助其他行为弥补之前家庭角色的缺失,以此来恢复自身行为与

其履行家庭角色态度的一致性,如改变对子女的教育方式、调整工作时间以帮助家庭、牺牲自己的休闲时

间来陪伴孩子等 [34] 。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之所以可能是员工补偿家庭或家庭成员的方式之一,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是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对员工来说具有较高的工具性效用,如通过将公司的一些物品带回家使用、拿家里的发

票到公司报销以及使用公司的资源处理家庭事务等,有助于缓解家庭压力、增强家庭整体利益,并改善员

工婚姻质量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6] 。其二是从归因视角来看,员工更加倾向于将工作—家庭内疚感归

咎于工作,并具有较低的工作满意度 [28] ,甚至会通过工作退缩行为和反生产行为来应对工作对家庭的侵

扰 [35] 。这说明高工作—家庭内疚感的员工容易忽视组织道德规范的约束,在组织利益与家庭利益的权衡

上,往往将家庭利益放在首位。通过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弥补其家庭角色的缺失时,员工的心理负担会更小。
因此,依据认知失调理论“认知失调产生”再到“认知失调减少”的过程机制,本研究认为经历高非工

作时间信息过载或干扰过载的员工均会因工作干扰了其家庭生活而产生较高的工作—家庭内疚感,并可

能通过实施具有增加经济收益、改善家庭成员关系等工具性效用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来弥补其家庭角色

的缺失,进而消除其工作—家庭内疚感。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有间接正向影响。
H2b: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有间接正向影响。

(三)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调节作用

认知失调理论表明,个体投入“认知失调减少”过程的意愿和程度,取决于其对之前行为应负责任的

大小 [21] 。由于经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的员工的行为选择通常是完成工作任务而非参与家庭活动,
员工需要为其“工作优先家庭”的行为负有较大责任,进而会有较强的意愿实施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来降低

其工作—家庭内疚感。而作为一种给予员工工作和家庭双方面支持的领导行为 [22]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不仅尊重与理解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社会需要,还能提供工具性支持或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政策(如

改变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等)来减少员工工作压力,帮助员工实现工作家庭平衡 [36] 。因此,当员工经历工

作—家庭内疚感时,高水平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不仅能够通过情感沟通的方式缓解员工的负面情绪,还
能采取实际措施帮助员工弥补之前家庭职责的缺失,降低员工此前“工作优先家庭”所背负的心理负担,
使员工实施“认知失调减少”策略的意愿和强度大大降低,从而弱化了员工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

家庭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反,低水平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需求关注相对不足,领
导难以及时地在员工经历工作—家庭内疚感时伸出援助之手,进而导致员工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

张力进一步凸显 [37] 。这不仅无法使员工此前“工作优先家庭”的心理负担得到有效缓解,甚至还有可能出

现强化之势,进而可能会增强员工通过实施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来减轻工作—家庭内疚感的意愿。综上,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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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越高,员工的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弱。
不仅如此,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影响不道德亲家

庭行为的间接效应也应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由于资源有限,经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的员工通

常是优先考虑工作而非家庭,导致其体验到家庭角色上的认知失调,即工作—家庭内疚感。在此情况下,高
水平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通过情感性支持排解员工的负面情绪,还能提供工具性支持帮助员工履

行家庭责任、弥补家庭角色的缺失,从而减轻员工长时间、高频次地处理工作任务而非参与家庭活动的心

理负担,使员工较少地投入“认知失调减少”这一过程,即避免员工通过实施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来缓解由

通信技术过载引发的工作—家庭内疚感。相反,低水平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难以及时地在员工经历工

作—家庭内疚感时伸出援助之手,易使员工深陷“工作优先家庭”的强烈自责之中,员工实施“认知失调减

少”策略的意愿和程度可能会更高,故此时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

家庭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更强。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间的中介作用,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越高,工作—家庭内疚感的中介作用越弱。
H4b: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间的中介作用,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越高,工作—家庭内疚感的中介作用越弱。

(四) 角色道德的调节作用

认知失调理论的相关文献表明,个体的习惯 ( Habits) 通常也会影响其 “认知失调减少” 策略的使

用 [23] 。而“习惯”一词,与角色理论中关于角色期望的定义(即个体行为标准、偏好以及信念的集合)有着

较大的相似性 [24] 。因此,应用角色理论探究员工相关角色期望是否构成其实施“认知失调减少”策略的边

界条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此同时,考虑到本研究中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是员工“认知失调减少”策

略的具体体现,故本研究引入蕴含着“道德期望”的角色道德这一变量来探究员工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

道德亲家庭行为之间的边界条件。
具体而言,角色道德指员工期望自身工作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程度,反映了员工在道德层面上如何理

解自身的工作角色要求 [19] 。高角色道德的员工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规范意识,他们会谨慎地考虑自身的

工作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而非立即对自身的情绪做出行为反应 [25] 。因此,即使经历了工作—家庭内疚

感,高角色道德的员工能够通过较强的行为控制机制使自身行为免受工作—家庭内疚感等负面情绪的影

响,并选择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方式而非不道德亲家庭行为以达到“认知失调减少”的目的。反之,对于低

角色道德的员工而言,其行为决策通常会忽视既有的道德规范 [38] ,他们有着强烈的动机实施“认知失调减

少”策略来消除其工作—家庭内疚感,但却缺乏对自身行为的控制机制,故其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

亲家庭行为的影响较强。
此外,上述推论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例如,Li 等 [39] 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高道德标准的员工能

够减弱对领导不文明行为的愤怒与组织偏差行为正向关系;Daniel 等 [40] 研究结论显示,顾客人际不公与

员工后续报复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员工自身的道德认知,等等。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角色道德在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员工的角色道

德越高,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弱。
如前所述,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和不道德亲家庭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同

时工作—家庭内疚感与角色道德可能对于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具有联合作用。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认

为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间接影响受到员工角色道德的

限制。具体而言,对高角色道德的员工而言,其能够通过行为控制机制使自身行为避免受到工作—家庭内

疚感等负面情绪的影响,并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规范自身行为,从而降低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通过工

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间接影响。反之,对于低角色道德的员工而言,其难以将自身情绪

和行为进行有效的隔离,他们有着强烈的动机实施“认知失调减少”策略以消除由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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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所引发的工作—家庭内疚感。故此时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

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更强。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a:员工角色道德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的中

介作用,即员工角色道德越高,工作—家庭内疚感的中介作用越弱。
H6b:员工角色道德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的中

介作用,即员工角色道德越高,工作—家庭内疚感的中介作用越弱。

(五) 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此外,角色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不仅受到自身角色期望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关系中其他人期望

的影响 [24] 。在组织环境中,领导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进而成为下属重要的学习榜样 [41] 。因此,领导的

期望对于塑造员工的行为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

同时,也体现了其对遵循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视,能够从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向员工传递了对下属的道德

期望。从正式渠道上来讲,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为员工提供针对性的支持资源和服务来帮助员工履行工作

和家庭职责,以及通过管理日常工作进程以确保员工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等 [42] ,这从政策或制度等层面体

现了领导对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道德关怀。从非正式渠道上来讲,领导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以为员工

提供情感性支持,如表达对员工的工作是否影响到家庭的关心等 [43] ,这种非正式的情感沟通会使员工体

会到领导对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即承担家庭责任)的重视。总而言之,领导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会在工

作中形成一种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不成文规定,使员工意识到在工作场所中参照道德规范行事是值得被

赞美和表扬的 [26,44] 。
综上推导,并考虑到角色道德在员工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作用,

本研究认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通过影响员工角色道德进而抑制工作—家庭内疚感和不道德亲家庭

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7: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提升员工角色道德进而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

为间的正向关系。
根据上述理论支持与逻辑推导,本研究构建出以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 程序与样本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来采集数据,调查样本分别来自河南、辽宁、广东等地的23家企业的员工,以委

托发放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在调查之前,研究人员通过“问卷星”对调查问卷进行编辑,形成电子链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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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然后,通过校友资源与相关企业负责人取得联系,并向其说明本次问卷调查的目的和方式,以获取

其支持并形成调查企业名单。接下来,通过相关企业负责人与其所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取得联系,协
调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事宜。由于此次问卷调查采用两时点测量的方式收集,因此,在发放问卷之前需

要人力资源部门提供参与调查的员工名单,以便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编号(如第一家企业的第一名员工为

A1-1),方便后续对两时点回收的问卷进行匹配。研究人员分别在时点1(2021年10月22日)和时点2(2021
年11月22日)向人力资源部门的联系人发送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问卷的电子链接及二维码,由其根据名

单编号向指定员工转发并提醒员工填写。研究人员通过“问卷星”平台回收数据并剔除填写时间特别短、
选项具有明显规律性的无效问卷。为鼓励及感谢调查对象的参与,研究人员设置了30% 的概率红包,抽中

红包的调查对象可获得5 - 10元的现金奖励。时点1主要测量员工的基本信息、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非工

作时间干扰过载、工作—家庭内疚感;时点2测量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角色道德以及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时点1共发放367份问卷,回收并删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4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 19% ;时点2以
时点1有效问卷342份为基础进行问卷发放,回收并删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2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为93. 57% 。将时点1和时点2的有效问卷通过员工编号进行匹配后,总的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 19% ,调查

样本的基本情况统计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变量 分类 频次 所占百分比 变量 分类 频次 所占百分比

性别

学历

年龄

婚姻状况

男 153 47. 81%
女 167 52. 19%

高中及以下 14 4. 38%
大专 128 40. 00%
本科 165 51. 56%

硕士及以上 13 4. 06%
25岁及以下 7 2. 19%
26 - 35岁 161 50. 31%
36 - 45岁 132 41. 25%
46 - 55岁 17 5. 31%

56岁及以上 3 0. 94%
未婚 22 6. 88%
已婚 298 93. 12%

职位

任期

企业性质

普通员工 211 65. 94%
基层管理者 97 30. 31%
中层管理者 12 3. 75%
高层管理者 0 0. 00%

不到1年 36 11. 25%
1 - 3年 207 64. 69%
4 - 6年 65 20. 31%
7 - 10年 12 3. 75%

11年及以上 0 0. 00%
民营企业 99 30. 94%
国有企业 194 60. 63%
外资企业 21 6. 56%
其他企业 6 1. 87%

(二) 测量工具

为保证测量工具的有效性,本研究选用较为成熟的国外量表,并遵循严格的翻译—回译程序以保证问

卷题项语义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除控制变量外均采用 Likert 5点式计分,1 - 5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
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 /干扰过载。采用 Karr-Wisniewski 等 [10] 的量表,选取信息过载、干扰过载两个维

度。为将通信技术过载现象发生的情景限定在非工作时间段内,本研究在对上述量表进行严格的翻译—回

译—再译流程之后,在各题项之前加入“下班后”一词。各维度均包含3个题项,其中,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

例题如“下班后使用移动通信设备处理工作时,信息量超出了我的处理能力”,该子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0. 834。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例题如:“下班后,移动通信设备上的工作信息经常打断我的家庭生活,
让我觉得负担很重”,该子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874。

工作—家庭内疚感。采用 McElwain 等 [14] 的量表,共包含3个题项,例题如“没有像计划的那样陪伴家

人让我感到很后悔”,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896。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采用 Liu 等 [6] 的量表,共包含7个题项,例题如“为了帮助我的家人,我把公司用品

带回家供家人使用”,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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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采用 Hammer 等 [22] 的量表,共包含4个题项,例题如“我的领导让我觉得和他 /
她谈论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很舒心”,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950。

角色道德。采用 Paterson 等 [19] 的量表,共包含5个题项。例题如“我期望在工作中以合乎道德规范的方

式处理个人生活”,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861。
控制变量。参照以往研究,本研究选取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婚姻状况、职位级别以及所

在企业性质等作为控制变量 [6,8] 。

四、 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问卷均为员工填写,为判断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是否严重,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

法通过 SPSS22. 0软件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题项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共析出6个因子,解
释了77. 30% 的变异量,且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29. 09% ,小于40% 。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

结论可靠性的影响不大。此外,根据周浩、龙立荣 [45] 的建议,采取控制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一步检验。
结果表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 χ2 / df = 1. 534,RMSEA = 0 . 041,CFI = 0 . 980,TLI = 0 . 974,SRMR = 0.
028)相较于基准模型 (表2中六因子模型) 没有明显的改善 ( ΔRMSEA = 0. 019,ΔCFI = 0. 028,ΔTLI =
0. 029,ΔSRMR = 0. 009),且共同方法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量为0. 111,低于判别标准0. 5的阈值 [46] ,同样表

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 Mplus7. 0分析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通过比较

基础模型(六因子)和竞争模型(五因子、四因子、三因子、二因子、单因子)的拟合指标优劣程度来检测各

个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六因子模型的各项指标都处于可接受的水

平( χ2 / df = 2 . 157,RMSEA = 0 . 060,CFI = 0 . 952,TLI = 0 . 945,SRMR = 0 . 037),且其拟合程度优于其他竞争

模型,因此本研究模型中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 df RMSEA CFI TLI SRMR

六因子 560. 778 260 2. 517 0. 060 0. 952 0. 945 0. 037

五因子 785. 208 265 7. 059 0. 078 0. 917 0. 906 0. 048

四因子 1128. 491 269 7. 669 0. 100 0. 863 0. 847 0. 058

三因子 2118. 474 272 9. 458 0. 146 0. 705 0. 675 0. 148

二因子 2737. 036 274 11. 036 0. 168 0. 607 0. 570 0. 171

单因子 4074. 079 275 13. 034 0. 208 0. 394 0. 338 0. 207

　 　 注:六因子为 IN,IT,GU,UPFB,FSSB,RE;五因子为 IN + IT,GU,UPFB,FSSB,RE;四因子为 IN + IT,GU,UPFB,FSSB +
RE;三因子为 IN + IT + GU,UPFB,FSSB + RE;二因子为 IT + IN + GU + UPFB,FSSB + RE;单因子为 IT + IN + GU + UPFB +
FSSB + RE。其中,“ + ”表示合为一个因子,IN 代表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IT 代表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GU 代表工作—家庭

内疚感,UPFB 代表不道德亲家庭行为,FSSB 代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RE 代表角色道德,下同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知,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与工作—家庭内疚感正相关( r = 0 . 474,p < 0 . 01);非工作时间干扰

过载与工作—家庭内疚感正相关 ( r = 0 . 526, p < 0 . 01);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正相

关( r = 0 . 393,p < 0 . 0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负相关( r = - 0 . 227,p < 0 . 01);角色道

德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负相关( r = - 0 . 241,p < 0. 01)。以上结果为后续的假设验证提供了初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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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各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水平 工作年限 婚姻状况 职位级别 企业性质 IN IT GU UPFB FSSB RE

年龄 - 0. 006

教育水平 0. 016 - 0. 308∗∗

工作年限 0. 022 0. 211∗∗ - 0. 097

婚姻状况 - 0. 062 0. 303∗∗ 0. 003 0. 049

职位级别 - 0. 069 0. 336∗∗ - 0. 147∗∗ 0. 373∗∗ 0. 118∗

公司性质 - 0. 015 - 0. 097 0. 034 - 0. 134∗ 0. 048 - 0. 053

IN 0. 027 - 0. 087 - 0. 011 - 0. 085 0. 003 - 0. 064 0. 040

IT 0. 057 - 0. 074 0. 104 - 0. 025 0. 073 - 0. 042 - 0. 018 0. 519∗∗

GU 0. 036 - 0. 073 0. 016 - 0. 074 0. 141∗ - 0. 103 0. 085 0. 474∗∗ 0. 526∗∗

UPFB - 0. 019 0. 012 - 0. 031 - 0. 076 0. 053 - 0. 094 0. 030 0. 234∗∗ 0. 252∗∗ 0. 393∗∗

FSSB 0. 020 - 0. 080 0. 023 - 0. 076 - 0. 008 0. 007 - 0. 042 0. 117∗ 0. 152∗∗ 0. 208∗∗ - 0. 227∗∗

RE - 0. 020 - 0. 072 - 0. 028 - 0. 058 - 0. 064 0. 005 0. 002 0. 015 - 0. 038 - 0. 019 - 0. 241∗∗ 0. 332∗∗

平均值 1. 520 2. 530 2. 550 2. 170 1. 930 1. 380 1. 790 2. 949 3. 009 3. 136 2. 124 3. 144 3. 707

标准差 0. 500 0. 676 0. 646 0. 663 0. 253 0. 558 0. 639 0. 980 0. 994 1. 081 0. 911 1. 307 0. 816

　 　 注:∗∗∗表示 p < 0. 001,∗∗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5,下同

(四) 假设检验

1 . 中介效应检验。由表4模型1可知,对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控制之后,非工作时间信息过

载和干扰过载均对工作—家庭内疚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1 = 0 . 264,p < 0 . 001,β2 = 0 . 379,p < 0. 001),
H1a、H1b 得到支持。由模型2可知,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和干扰过载均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β1 = 0 . 131,p < 0 . 05,β2 = 0 . 189,p < 0. 01)。模型3将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以及

工作—家庭内疚感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和干扰过载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均无显著

影响(β1 = 0. 040,p > 0. 05,β2 = 0. 059,p > 0. 05),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β = 0. 342,p < 0. 001),这表明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和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对不

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H2a、H2b 得到支持。

表4　 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工作—家庭内疚感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角色道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性别 0. 012 - 0. 035 - 0. 039 - 0. 037 - 0. 043 - 0. 027
年龄 - 0. 044 0. 054 0. 070 0. 037 0. 042 - 0. 047

教育水平 - 0. 049 - 0. 050 - 0. 034 - 0. 041 - 0. 052 - 0. 049
工作年限 - 0. 009 - 0. 039 - 0. 036 - 0. 069 - 0. 069 - 0. 034
婚姻状况 0. 133∗∗ 0. 032 - 0. 014 - 0. 024 - 0. 025 - 0. 051
职位级别 - 0. 070 - 0. 093 - 0. 069 - 0. 038 - 0. 037 0. 029
企业性质 0. 067 0. 023 0. 000 - 0. 021 - 0. 021 0. 011

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 0. 264∗∗∗ 0. 131∗ 0. 040 0. 044 0. 023
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 0. 379∗∗∗ 0. 189∗∗ 0. 059 0. 066 0. 041
工作—家庭内疚感 0. 342∗∗∗ 0. 393∗∗∗ 0. 408∗∗∗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 0. 277∗∗∗ 0. 092 0. 327∗∗∗

角色道德 - 0. 144∗∗ 0. 176
工作—家庭内疚感 ×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 0. 385∗

工作—家庭内疚感 × 角色道德 - 0. 339∗

R2 0. 360 0. 095 0. 170 0. 289 0. 323 0. 119
ΔR2 0. 360 0. 095 0. 075 0. 118 0. 034 0. 119
F 值 19. 371∗∗∗ 3. 624∗∗∗ 6. 338∗∗∗ 10. 380∗∗∗ 10. 387∗∗∗ 5.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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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验证工作—家庭内疚感中介作用的稳健性,本研究运用 Mplus7. 0软件通过 Bootstrap 法重复

抽样5000次,以得到工作—家庭内疚感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数据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作

时间信息过载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 108,95% 的置信区间为[0. 061,0. 172],不包含

0,H2a 进一步得到验证;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的间接效应值

为0. 153,95% 的置信区间为[0. 100,0. 215],不包含0,H2b 进一步得到验证。
2 . 调节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分别检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角色道德在工作—家

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的调节作用。首先,在对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控制之后,将非

工作时间信息过载、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工作—家庭内疚感、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角色道德放入回归方

程,最后将工作—家庭内疚感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交互项、工作—家庭内疚感与角色道德的交互项同

时放入回归方程,检验其调节作用,具体结果详见表4。
由表4模型5可知,工作—家庭内疚感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交互项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β = - 0 . 385,p < 0 . 05),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工作—家庭内疚感和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

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为进一步呈现调节效应的趋势,本研究绘制了如图2所示的调节效应分析图。结果表

明,拥有高水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员工,其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影响 ( β =
0 . 238,t = 3 . 815,p < 0 . 001) 低于拥有低水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员工 ( β = 0 . 448, t = 6 . 417, p <
0 . 001),说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正向影响,H3得到

进一步支持。
同理,由表4模型5可知,工作—家庭内疚感与角色道德的交互项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β = - 0 . 339,p < 0 . 05),表明角色道德在工作—家庭内疚感和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

用。本研究同样绘制了如图3所示的调节效应分析图,以呈现调节效应的趋势。结果表明,拥有高角色道德

的员工,其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影响( β = 0 . 251,t = 3 . 672,p < 0 . 001)低于低角色道

德的员工(β = 0 . 435,t = 6 . 673,p < 0 . 001),说明角色道德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

为的正向影响。H5得到进一步支持。

图2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调节效应

　 　 　 　 　
图3　 角色道德的调节效应

3 .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本研究利用 Mplus7. 0软件,通过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有调节

的中介作用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当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高于一个标准差时,非工作时间

信息过载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间接效应低于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时的间接效应,两者差值

为 - 0. 065,置信区间为[- 0. 135, - 0. 022]。这说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越高,工作—家庭内疚感在非工

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越弱,H4a 得到验证。同理,H4b、H6a、H6b 均得到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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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Bootstrap = 5000)

检验路径 调节效应 效应量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高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0. 076 0. 024 0. 001 0. 039 0. 134
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0. 140 0. 037 0. 000 0. 078 0. 225

高低组差异 - 0. 065 0. 028 0. 021 - 0. 135 - 0. 022

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高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0. 107 0. 028 0. 000 0. 060 0. 167
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0. 198 0. 040 0. 000 0. 124 0. 283

高低组差异 - 0. 091 0. 035 0. 010 - 0. 163 - 0. 024

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高角色道德 0. 081 0. 027 0. 003 0. 037 0. 146
低角色道德 0. 136 0. 034 0. 000 0. 077 0. 213
高低组差异 - 0. 055 0. 026 0. 034 - 0. 125 - 0. 016

非工作时间干扰过载→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高角色道德 0. 114 0. 032 0. 000 0. 056 0. 181
低角色道德 0. 191 0. 036 0. 000 0. 127 0. 266
高低组差异 - 0. 078 0. 034 0. 021 - 0. 153 - 0. 020

4 . 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本研究中角色道德的调节作用可能是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下发

生的,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影响员工的角色道德来进一步调节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

行为的关系。对于该类型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的检验,本研究参照刘东等 [47] 提出的系数乘积法进行假设检

验。由表4模型6可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角色道德有正向影响( β = 0. 327,p < 0. 001);由表4模型

5可知,工作—家庭内疚感与角色道德的交互项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β = - 0. 339,p <
0. 05),通过 Mplus7. 0软件构造二者系数的乘积项,并通过 Bootstrap 法抽样5000次的检验结果表明,该乘

积项系数,即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值为 - 0. 024,95% 置信区间为[- 0. 049, - 0. 007],不包含0,故 H7得到

支持。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围绕“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这一现实问题,在
大量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与逻辑的推导,构建了具体的研究模型,并利用问卷调查法,对320名
企业员工进行两时点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非工作时间信息过载和非工作时间干扰过

载均对工作—家庭内疚感有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内疚感在两类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对员工不道德

亲家庭行为正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员工角色道德在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

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关系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且角色道德部分中介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工作—家庭

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

(二) 理论贡献

第一,丰富了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如前所述,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已经开始受到少数学

者的关注,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分别从家庭经济压力 [6] 、职场欺凌 [7] 以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8]

等变量出发,探究了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形成机理。但就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如何

产生的理解还尚显不足。本研究聚焦于员工工作家庭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背景,验证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

术过载是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又一重要诱因,进一步丰富了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研究体系。
第二,揭示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影响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黑箱”。既有研究认为,员工在

经历工作—家庭内疚感时,往往呈现出较低的幸福感,且不愿意在工作中投入过多的精力和时间 [28,34] 。而
本研究依据认知失调理论,将工作—家庭内疚感作为员工认知失调的具体表现,沿着 “认知失调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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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认知失调减少”的过程,验证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会导致员工产生工作—家庭内疚感,进而诱

发其后续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这在响应了 Liu 等 [6] 关于“将员工因工作—家庭冲突所致的内疚感作为不

道德亲家庭行为前因”的号召的同时,拓展了认知失调理论在员工道德决策研究中的应用。
第三,拓展了认知失调理论中“认知失调减少”过程的边界条件。尽管认知失调理论为理解个体的认

知变化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但既有研究对于揭示何种因素影响个体实施“认知失调减少”策略的

意愿和程度尚显不足 [23] ,进而不利于解释为什么部分人会实施特定的“认知失调减少”策略,而另一部分

人则不会 [21] 。鉴于此,本研究从领导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完善。一方面,本研究依

据认知失调理论,验证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责任豁免”效应,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帮助员工

减轻因工作事务而限制家庭角色的自责感,进而弱化了工作—家庭内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正向影

响,这从领导层面拓展了个体实施“认知失调减少”策略的边界条件;另一方面,本研究结合认知失调理论

和角色理论,验证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通过提升员工的角色道德来进一步削弱员工工作—家庭内

疚感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正向影响,进而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个体实施 “认知失调减少” 策略的边界

条件。

(三) 实践启示

第一,组织应建立合理有序、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工作沟通文化。尽管跨领域工作沟通有利于及时处理

突发的工作问题,减少潜在的损失,但组织应该明确员工工作与家庭存在一条隐形的界限,打破这条界限

往往会诱发员工的负面情绪,从而导致员工做出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给组织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组
织应该合理规划员工工作时间段内的任务,减少在非工作时间段内与员工工作任务联系的任务量和频次,
降低员工在家时的工作负担,尽量在不影响员工家庭生活的情况下,与员工进行跨领域工作沟通。

第二,组织应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员工工作—家庭内疚感。首先,工作—家庭内疚感往往源自员工多种

形式的工作家庭冲突。因此,组织应适度管理员工的工作负荷,降低员工下班后处理工作任务的可能性。其
次,组织可以针对灵活性较高的岗位实行弹性工作制,允许员工在限定范围内自由地变更工作时间,让员

工在最不受家庭生活干扰的时间段进行工作。最后,组织可以提供带薪假期、弹性福利、托儿中心以及家庭

日等以支持员工更好地履行家庭责任。
第三,组织应采取多种措施鼓励领导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从招聘上来讲,组织在通过内部晋升和

外部空降招聘相关岗位的领导时,可以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领导风格作为候选领导的甄选维度之一。
其次,从培训上讲,组织可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纳入领导的培训课程中,具体可以分为对员工履行家庭

责任的需求保持敏感、多在日常工作中与员工进行情感沟通以及学习创新式的工作重组方法等。最后,从
绩效考核上讲,组织可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纳入领导的绩效考核指标,并由其下属评价,对积极实施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领导给予及时的认可与奖励。
第四,组织应采取措施提高员工的道德素质,关注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道德表现。例如,组织在招聘和

绩效管理过程中,应将员工的道德素质作为考核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采取不同措施提升员工自身对工

作角色道德层面的认知。此外,组织应在工作场所中树立更多的道德榜样,积极发挥领导道德行为对下属

的示范作用。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数据均来自员工的自我报告,虽然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同源方法偏差检验较小,研究结论是可靠的。未来研究应尽量采用多源收集数据的

方法以尽可能地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本研究仅关注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对员工

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影响,而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是否会引发员工其他类型的不道德行为如职场偏

差行为、反生产行为等,还需进一步探讨。最后,本研究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视角揭示了工作—家庭内疚感

如何诱发员工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未来研究可基于其他理论视角来解释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前因,
如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探讨领导或同事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在工作场所中的传染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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